
跟着邻居去出口？
———邻居出口信号、 不确定性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陈榕景　 　 铁　 瑛

摘要： 本文识别了一种新型出口集聚方式， 即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 并基于

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从邻居出口信号的角度解释了其发生原因。 本文理论研究表

明， 与经典理论不同， 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 企业的出口决策并不是独立完成， 而

是基于 “邻居” 所发出的出口信号综合权衡的结果， 因此利好的邻居出口信号会

带动企业向同一目的国出口， 从而出现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 但较大的市场不确

定性会削弱信号的可信度， 从而抑制这一集聚过程。 在经验研究中，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的海关数据测度了中国的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发现出口目的地本

土集聚程度逐年上升， 且与目的地不确定性呈现负相关。 基准研究发现利好的邻居

出口信号显著提高了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程度， 利用事件分析联合倍差法 （ＥＳ－
ＤＩＤ） 克服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引入一种新颖的两阶段方法检验了目的国市场不

确定性影响的理论假说， 本文的结论意味着， 在外部环境相对较差的背景下， 信息

的透明度与信号传递的正确性、 及时性会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出口目的地分布与出口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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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推进对外贸易多元化 ， 分散出口贸易风险一直是我国外贸事业发展的重要内

容 。 近年来， 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稳外贸” 更是我国当前的一项重要工

作。 面对日益上升的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 分散化发展无疑是规避风险的重要策

略。 然而， 现有研究越来越多地发现， 出口到同一目的地的企业在地理分布上呈现

集中趋势， Ｒａｍｏｓ 和 Ｍｏｒａｌ－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１８） ［１］ 将这种新型集聚特征称为出口目的地

本土集聚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ｂ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如图 １ 所示， 利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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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数据， 本文同样发现越来越多的省份－目的国组合反而在出口目的国层面出现

了中高程度的集聚， 即便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 这一增长趋势也没有明显变化。
那么， 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动因是什么， 发生机制是什

么， 以及如何评估它对于出口稳定的影响？ 这正是本文所要尝试回答的问题。

图 １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现象的省份－目的国组合数变化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①

集聚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命题， 集聚经济也是与本文相关的第一类文献。 无

论集聚分类标准如何， 集聚经济的形成都可以归因于三个方面： 专业化供应商、 劳

动力市场共享和知识外溢。 学界已经对产业集聚和出口集聚等经典的集聚形式进行

了理论刻画和经验论证，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Ｒａｍｏｓ 和 Ｍｏｒａｌ－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１８） 所

发现的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与已有的集聚经济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出口目的地本

土集聚与已有的集聚经济的区别在于， 产业集聚或者出口集聚并不一定意味着出口

目的地本土集聚。② 从现有研究来看，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目的国

的特征③ （Ｒａｍｏ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１８； 张一力等， ２０１８［２］； 刘晴等， ２０２０［３］ ），
这些因素都反映了目的国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④

另一类与本文研究紧密相关的文献是出口的多样化与专业化权衡， 如 Ｉｍｂｓ 和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２００３） ［４］、 高凌云等 （２０１２） ［５］、 刘修岩和吴燕 （２０１３） ［６］。 出口目的地

本土集聚与出口多样化属于两个不同维度上的特征， 前者衡量的是同一出口目的地

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的离散程度， 而后者则仅仅刻画出口目的地或者出口产品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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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海关数据库， 样本剔除了直辖市、 新疆、 西藏、 内蒙古和海南， 详见下文数

据处理部分。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采用 ＥＧ 集聚指数测度。
Ｒａｍｏｓ 和 Ｍｏｒａｌ－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１８） 对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度量实际上已经排除了产业集聚的影响。
如目的国与出口国是否具有共同语言、 共同货币， 目的国契约质量、 制度环境的好坏等。
由于了解这些不确定性往往需要较高的成本， 企业会选择通过 “分享” 周围企业的出口信息来帮助自身

出口决策， 从而在某个地区出现大量企业出口到同一个目的国， 形成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现象。 如果将出口信

号视为一种 “知识”， 那么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形成动因可以用知识外溢来解释。



寡与集中趋势。① 基于上述说明， 新问题的出现就意味着不能再简单基于国家层面

（Ｉｍｂｓ ａｎｄ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２００３） 去探讨出口目的地相对集中的问题， 而要细化到更微

观的层面才能刻画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②， 因此本文解释了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的微观基础和发生机制， 同时发现出口目的国市场的集中在地域分布上存在差异。
对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这一新型集聚经济的形成原因， 既有研究一般将其归

结到出口目的地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所引致的不确定性 （Ｒａｍｏ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１８； 张一力等， ２０１８； 刘晴等， ２０２０）。 出口目的地的因素固然重要， 但却不能

做出直指本源的解释， 一方面， 宏观现象的形成基于微观选择， 出口目的地集聚的

本质是越来越多的邻近企业选择了共同的出口目的地； 另一方面， 目的地因素也会

和企业的选择行为相互影响。 然而，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７］ 等经典贸易理论大都认为企

业独立完成出口决策， 这显然是很难解释出口目的地集聚现象的。 为了解释出口目

的国选择的同一性， 就需要放松企业出口决策的独立性假定。 现实中由于信息的不

对称， 出口企业往往难以把握目的国的具体需求情况。 在选择出口目的地时， 企业

需要尽可能搜集目的地的信息以降低供需匹配的摩擦， 例如通过市场调查来获取目

的国信息， 但是该方法成本较高。 除此之外， 企业还可以几乎无成本地通过分析周

围企业的出口情况来判断出口获利的可能。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８］ 将这一现

象称之为 “向邻居学习出口”。 在集聚经济框架下， “向邻居学习出口” 也有理论

支持。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Ｐｕｇａ （２００４） ［９］总结了共享、 匹配、 学习三种形成集聚的微观机

制， 关于学习机制， 虽然出口需求是不确定的， 但是可以通过邻居的行为对需求的

高低进行推测， 因此既有邻居的行为就会对企业自身的决策产生影响。 综上不难得

出推论， 邻居出口信号可能对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具备强有力的解释力， 而该领域

相关研究尚显不足。
同时， 不确定性等出口目的地特征与企业面临的出口信号乃至目的地内生选择

之间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联系。 一方面， 企业搜集到的出口信号中包含着目的地的

信息， 因此企业可以利用这一信号进行出口决策。 另一方面， 目的地不确定性和信

号有效性的关联在理论上也未能达成统一， 有研究认为， 目的地的高不确定性所引

致的高出口障碍促使企业相互集中以便加强彼此间的信息交流与分享， 最终形成出

口到同一目的地的企业集中分布的现象 （张一力等， ２０１８； 刘晴等， ２０２０）； 但也

有研究指出， 高不确定性的市场会导致从中溢出的信息变得不可信 （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１０］， 从而导致企业所获得的出口信号强度在不确定性较高的市场受到

削弱。
基于此， 本文不仅首次基于中国的长时间序列海关数据识别和测度了出口目的

地的本土集聚， 而且尝试从邻居出口信号引致出口目的地选择同一化的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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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举例来说， 如果一个地区的出口企业集中在某个区域， 并且向众多目的地出口， 或者出口产品种类众

多， 那么这个地区就能同时呈现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与出口多样化两种现象。
这是因为我们发现这种市场的集中趋势还伴有微观主体地域的集中， 即在不同的省份微观主体所面临

的市场集中都可能是有差异的， 不仅集中程度不同， 而且市场也不同， 那么外部经济变动对不同地区就会产

生异质性的冲击， 因此简单基于宏观层面同质化假定下的研究结论就不再扎实可信了。



解释中国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发生动因并探讨了目的国不确定性的影响。 本文基

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的海关数据， 测度了中国省份－目的国维度上的出口目的地本土集

聚， 发现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逐年上升而且更多出现在相对更 “安全” 的市场。
经验研究表明， 邻居出口信号显著提升了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 而目的国的不

确定性会削弱邻居出口信号的作用。
综上， 本文希望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做出如下边际贡献： 首先， 利用长时间序列

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测度和识别中国的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情况， 并做出了一系列

基础性分析， 基于信息不对称背景， 通过放松企业出口决策独立性假定， 从邻居出

口信号的角度为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发生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其

次， 拓展了已有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动因的研究， 将现有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的相

关讨论整合至出口目的地内生选择框架， 从信息有效性的角度尝试弥合已有研究的

分歧。 最后， 甄别并严格区分了企业可能获得的多种邻居出口信号并证实了其中的

信息溢出机制， 同时基于邻居出口信号的非连续变动特征， 构造了信号冲击事件，
利用事件分析联合倍差法克服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一、 文献回顾

（一） 邻居出口信号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已有研究发现部分企业由于意识到能从先行者的行为中获益， 而将决策过程延

后， 出现决策延迟现象 （Ｃｈａｍｌｅｙ ａｎｄ Ｇａｌｅ， １９９４） ［１１］。 决策延迟具体映射至企业出

口决策的过程如下： 企业锁定出口到某一目的地的先行者企业， 从这些企业的经营

表现中取得信息， 然后依据所取得的信息， 进行出口目的地选择， 那么如果信息表

现为利好， 它们就大概率跟随这些先行者企业出口到同一目的地， 当取得的信息来

源于 “邻居” 企业时， 就会形成邻居企业的出口信号引致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

现象。 已有研究涉及决策延迟和向邻居学习的企业行为， 如胡翠等 （２０１５） ［１２］发现

同一地区， 出口到某一目的地的企业数量越多， 则该地区企业出口到该目的地的概

率也越大。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发现企业出口到某一目的地的概率与邻居的

出口行为相关， 并且详细讨论了两种邻居出口信号 （出口企业出口增长率与出口

企业数量） 对企业出口到某一国家的概率的影响。
本文在发生机制方面主要借鉴了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 ２０１４） 和 Ｂ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９） 的研究成果。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认为出口增长率或出口企业数都

有可能作为影响企业出口的邻居信号， 本文在实证中对这两种信号对出口目的地本

土集聚的影响均进行了讨论， 发现二者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关系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还提供了验证信号合理性的思路， 为邻居出口信

号提供了指标测度方案①。 Ｂ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９） 对于需求信息的假设为本文邻居出

口信号、 需求信息和不确定性提供了基础分析框架。 值得指出的是，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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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目的国市场需求情况存在着一阶滞后特征， 如果出口中携带了这一信息， 出口规模也会呈现一阶滞后

特点， 出口增长率就能够作为未来目的国市场需求的变动方向与幅度的参考依据。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清晰论证了邻居出口信号与企业出口选择之间的关系，
但企业出口选择并不等同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① 因此， 邻居出口信号与出口目

的地本土集聚之间的关系仍需要更契合的理论刻画和更直接的经验证据。
（二） 信息不对称、 不确定性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Ｒａｍｏｓ 和 Ｍｏｒａｌ－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１８） 将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现象的成因归结为目的

地的一系列特征， 张一力等 （２０１８） 和刘晴等 （２０２０） 在该文献的基础上都不同

程度证实了出口目的地制度环境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负相关， 其原因在于出

口目的地相同的企业能够通过地理邻近加快彼此间信息的传递， 从而克服出口障

碍， 这一因素可归结为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大量的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和目的国层面的不确定性会极大影响到企业出口行

为。 目的国不确定性的提高， 会降低出口企业进入该目的国的概率， 增加出口企业

退出该目的国的概率。 而且如果目的国不确定性越低， 已经出口到该国的企业更有

可能继续出口至该国， 同时还会吸引新的企业进入该国市场， 从而形成出口目的地

本土集聚现象。 Ｂ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９） 发现， 不确定性更高的市场所透露出的信息相

对更不可信， 所以不确定性会削弱邻居出口信号的作用， 这与张一力等 （２０１８）、
刘晴等 （２０２０） 基于制度质量的研究产生了不一致。 因此， 目的地的不确定性究

竟如何影响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仍然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Ｒａｍｏｓ 和 Ｍｏｒａｌ－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１８）、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是与本文最为紧密

相关的两篇文献。 Ｒａｍｏｓ 和 Ｍｏｒａｌ－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１８） 基于西班牙企业出口数据讨论了

目的地特征对出口目的地集聚的影响， 本文与它的不同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从

理论上， 本文从企业的个体选择出发， 补充了出口目的地集聚的微观基础； 第二，
从识别上， 本文采用 ＥＧ 指数测度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克服 ＤＯ 指数因无法捕捉

企业出口规模而无法体现目的国同一化的出口向某些企业集中的问题； 第三， 本文

使用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中国微观出口的长时间序列数据， 补充了来自发展中贸易大国

的证据。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所发现的 “邻居学习效应” 为本文的理论机制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文与它的不同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本文进一步拓展了信

息不对称条件下， 不确定性对于信息传递效率和可信度的影响； 第二， 本文利用出

口信号的非连续变动特征， 构造了出口信号异变事件， 在事件分析联合倍差法

（ＥＳ－ＤＩＤ） 框架下有效处理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 从研究标的上， 本文并

不纠结于微观企业的个体行为决策， 而是以此为基础， 从宏观的层面关注出口目的

地本土集聚这一新型集聚经济的形成， 不仅能够对潜在的出口风险加以全面评估，
还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解读中国当前的一系列政策及其与对外贸易现状之间的内在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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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首先， 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是微观层面的个体选择行为， 而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是基于宏观层面的整

体评估； 其次， 虽然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现象本质上基于微观个体选择的结果， 但邻居出口信号和微观企业

个体选择的正相关性不必然引致邻居出口信号和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正相关性； 再次， 企业存在进入或退

出行为， 企业向某一目的地出口概率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的上升。



二、 数据处理、 指标测度与特征事实

（一） 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研究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 将样本经过一系列处理

后①， 得到一个 “省份—目的国—年份” 的高维面板数据， 包含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

３２５２ 对 “省份－目的国”， 共 ２７６００ 条观测值。② 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的指标使用

了国际国家风险指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ｓｋ Ｇｕｉｄｅ， ＩＣＲＧ） 所发布的经济政治

不确定性指标。③

（二）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测度

借鉴 Ｅｌｌｉｓｏｎ 和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１９９７） 等研究， 本文测度了省份层面的 ＥＧ 指数。

ＥＧ ｉｃｔ ＝
Ｇ ｉｃｔ － １ － ∑ ｒ

ｘｉｒｔ
２( ) Ｈｉｃｔ

１ － ∑ ｒ
ｘｉｒｔ

２( ) １ － Ｈｉｃｔ( )
（１）

其中， Ｇ ｉｃｔ为产业空间基尼系数④， ｘｉｒｔ为 ｔ 年省份 ｉ 城市 ｒ 的出口份额， Ｈｉｃｔ为 ｔ
年省份 ｉ 向国家 ｃ 出口的赫芬达尔指数⑤。 借鉴 Ｅｌｌｉｓｏｎ 和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１９９７）， ＥＧ 在 ０
到 ０􀆰 ０２ 之间为低度集聚， 在 ０􀆰 ０２ 到 ０􀆰 ０５ 之间为中度集聚， 在 ０􀆰 ０５ 之上为高度

集聚。
（三） 邻居出口信号： 测度与基本事实

借鉴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本文测度了省份层面的邻居出口信号。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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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对原始数据的处理如下： 第一， 企业代码的 １、 ２ 位表示的是企业所在省份， ３、 ４ 位表示的是企

业所在地级市， 因此， 本文可以根据企业代码、 企业名及地址这三个变量构造出历年每一地级市对应的地区

代码表。 第二， 将得到的地区代码表与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 剔除无法识别出所在城市的记录， 剔除记录包

括 （１） 企业代码 ３、 ４ 位为 “９０” 的记录， 因为 “９０” 表示的是经济开发区， 这些记录只能识别到省份；
（２） 企业代码前四位为 “４２１２” 的记录， 这些记录对应的是湖北天门、 仙桃、 潜江三个省直管市； （３） 其

他填报错误导致无法识别的记录。 第三， 剔除出口 ／ 进口、 目的国 ／ 原产地、 贸易方式存在缺失情况的记录，
保留出口数据。 第四， 统一出口目的地名称， 剔除出口目的地为 “其他国家”、 “未知”、 “国别 （地区） 不

详” 的记录， 剔除样本期间国家政权发生变动的记录， 包括苏丹、 南斯拉夫、 黑山、 塞尔维亚， 剔除属地国

家数据， 剔除出口目的地为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中国台湾的数据。 第五， 根据 “企业代码－出口目的地”
对出口数据进行汇总。 第六， 计算 ＥＧ 指数及邻居出口信号， 剔除上下 ０􀆰 ５％的极端值。

由于邻居出口信号的构建需要滞后一期的信息， 故最终样本中没有包含 ２０００ 年的记录。 在计算出口目

的地本土集聚指标时， 由于缺少直辖市区级层面的数据， 故最终样本也不包含直辖市。 此外， Ｅｌｌｉｓｏｎ 和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１９９７） ［１３］认为当 ＥＧ 指数大于 ０ 时存在集聚现象， 由于 ＥＧ≤０ 包含的是离散和不集聚也不离散两种

情形， 在 ＥＧ≤０ 时， ＥＧ 指数的变大并不代表着集聚程度的增加。 因此， 本文最终保留 ＥＧ 大于 ０ 的样本。 除

此之外， 本文还剔除了新疆、 西藏、 内蒙古和海南的数据， 因为前三个地区有大量政策性企业， 而且数据量

较少， 剔除不影响结论， 而海南的行政区划与其他省市存在明显的差异。
ＩＣＲＧ 将国家风险分为三大类， 分别为政治风险、 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 分值越高则风险程度越小。 数

据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ｓ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 ／ 。

④ Ｇｉｃｔ ＝ ∑
ｒ

ｘｉｒｔ － ｓｉｒｃｔ( ) ２ ， ｓｉｒｃｔ为 ｔ 年省份 ｉ 城市 ｒ 向国家 ｃ 的出口份额。

⑤ Ｈｉｃｔ ＝ ∑
ｊ∈Ωｉｃｔ

ｚｊｉｃｔ( ) ２ ， 其中 Ωｉｃｔ 表示企业集合， ｚｊｉｃｔ 为 ｔ 年省份 ｉ 企业 ｊ 向国家 ｃ 的出口份额。



Ｓｉｇｎａｌｉｃｔ ＝
１
ｎｉｃｔ
∑

ｊ
ｌｎＥ ｊｉｃｔ － ｌｎＥ ｊｉｃｔ －１( ) （２）

其中， ｎｉｃｔ 为 ｔ年和 ｔ － １年省份 ｉ都向国家 ｃ出口的企业数， ｊ∈Ωｉｃｔ∩Ωｉｃｔ－１， Ｅ 表

示出口额。 邻居的出口增长率中包含了目的地市场信息， 因此企业能够利用这一信

号预测目的地的市场情况， 借鉴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的做法， 本文将出口加

总至省份—目的国层面， 在排除省份—目的国固定效应的影响后， 绘制了当年出口

规模与前一年出口规模 （均为对数形式） 的散点图， 如图 ２ 所示， 在排除省份—
目的国不随时间变化的固有特征后， 出口仍然表现出明显的自相关性。①

图 ２　 当期出口与滞后一期出口关系

（四） 邻居出口信号、 不确定性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本文认为， 可信的利好信号能够吸引周围企业向同一个目的国进行出口从而加

剧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 本文分别选取了出口目的地为美国、 日本、 巴基斯坦

和巴西四国样本， 绘制了出口到相应国家的新增出口企业数与邻居出口信号的关

系， 并进行对比讨论。 相比于美国和日本， 巴基斯坦和巴西两国的不确定性更高，
邻居出口信号和新进企业数量的正相关关系也明显削弱， 正如 Ｂ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９）
所预期， 当出口目的地的不确定性更强时， 需求中所携带的有效信息更少， 信息可

信度也更低， 出口信号的作用应当相对更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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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鉴于特定的国家市场信息变动存在趋势特征， 当期不确定性水平会受到往期不确定性水平的影响， 这

一自相关结果表明企业出口中确实会包含出口目的地相关的信息。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 笔者还同时排

除了省份－年份固定效应的影响， 并进行作图， 结果是相似的， 限于篇幅， 具体不再列出， 备索。
限于篇幅， 具体不再汇报， 备索。



三、 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一） 基本框架

需求方面， 本文借鉴 Ｂ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９） 带有需求参数的复合效用， 消费者生

命周期效用如下

Ｕ ＝ Ｅ０ ∑
＋¥

ｔ ＝ ０
βｔ ｌｎ ∏ ｋ∈Ｋ ∫

ｉ
ｅａｉｊｋｔ( )

１
σｋｑｉｊｋｔ

σｋ－１

σｋ ｄｉ( )
σｋ

σｋ－１[ ]
μｋ

{ } （３）

其中， Ｕ 表示效用， β 为贴现因子， Ｅ 为期望算子， ｅ 为自然常数， 下标 ｉ 表示

企业； ｊ 表示国家； ｋ 表示行业， 其总集为 Ｋ； ｔ 表示时间。 ｑ 表示消费量， ａ 表示

需求参数， σ 为替代弹性， μ 代表每一类产品的消费份额， 其加总为 １。 出于简便

性的考虑， 假定消费者不存在储蓄行为， 因此消费者会在每一期独立地做出效用最

大化选择， 这就使得需求函数退回到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的情形， 即：

ｑｉｊｋｔ ＝
μｋＹ ｊｋｔ

Ｐ１－σｋ
ｊｋｔ

ｅａｉｊｋｔｐｉｊｋｔ
－σｋ （４）

其中， Ｙ 表示总支出， 因此 μＹ 表示对于特定产品的总支出。
生产方面， 与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的基础设定一致， 企业具有线性的成本函数， 只

有劳动一种投入， 支付标准化为 １ 的均衡相对工资 ｗ， 企业支付固定成本 Ｆ 进入，
然后从一个帕累托分布中随机地获取劳动生产率水平 φ， 企业在出口前需要支付固

定成本 ｆ， 同时承担冰山成本 τ。 因此， 厂商在特定目的国 ｊ 的出口利润为：

πｉｊｋｔ ＝ τｐｉｊｋｔｑｉｊｋｔ －
ｗ ｉｔ

φｉｔ
ｑｉｊｋｔ － ｆ ｊ － Ｆ ｉｊｋ （５）

企业决策顺序是在需求不确定的条件下先决定出口， 再决定价格， 那么价格将

遵循加成定价， 其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以 Ｇ 表示真实需求参数所在分布， 即

求解如下的最优化问题：

ｍａｘ
ｑｉｊｋｔ

πｉｔ ＝ ｍａｘ∫πｉｊｋｔｄＧ ｔ －１（ａｉｊｋｔ） （６）

假设存在 ｎ 个不同的出口目的地， 出口目的地之间是对称的， 企业进入每一个

新的出口目的地都需要支付一次固定成本， 由于不同国家的需求以及进入的固定成

本存在差异， 导致企业出口不同市场的利润也存在差异， 同时也意味着对于任何一

个充分大的 ｎ， 企业无法在第 １ 期就进入所有的出口市场， 因此， 企业面临出口市

场的选择。 由式 （５） 和加成定价规则， 可得， 􀆟πｉｊｋｔ ／ 􀆟Ｅ ｔ－１ａｉｊｋｔ＞０， 那么企业将在其

固定成本可支撑的范围内， 按照预期的需求参数排序选择市场。
（二） 信息不对称与邻居出口信号

ａ 为重要的需求参数， 构成真实需求， 如果 ａ 大于 ０， 那么在特定目的国对特

定产品进行正向的偏好调整， 需求随之上升， 如果 ａ 小于 ０ 则相反。 如果企业能够

对 ａ 进行准确预测， 即不存在任何的不确定性， 则总能依据特定的偏好改变将生产

调整至利润最大化的水平， 然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企业无法观测到 ａ 的全部，
而只能基于已有信息做出推断， 因此出口与最优出口就有可能产生偏离。 借鉴

Ｂｅｒｍａｎ等 （２０１９） 的基本思路， 本文假定：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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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ｊｋｔ ＝ ａ－ ｋ ＋ εｉｊｋｔ （７）
ａ 由两大部分构成， 其一为 āｋ， 表示与出口目的国固有特征相关的需求特征，

假定其服从正态分布 Ｎ （θｋ， σｋ
２）； εｉｊｋｔ则是伴随时间变动的白噪声， 无法事先观

测， 假定其服从正态分布 Ｎ （０， σε
２）。 因此， 在不做任何限制的条件下， 实际需

求 ａｉｊｋｔ服从正态分布 Ｎ （θｋ， σｋ
２＋σε

２）。 企业可以通过搜集历史信息来校正对 āｋ的

预期， 从而获得 ａｉｊｋｔ所在均值处的预期 θ′， 来帮助自身进行决策， 但如果特定目的

地的不确定性非常大， 即 σｋ
２很大， 会导致 θ′缺乏可信度， 从而导致对需求的预期

失去意义， 与 Ｂ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９） 的设定一致。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企业获取特定目的国需求信息的来源有两处， 一是企业自

身的出口信息， 这一信息不存在逸散； 二是其它企业的历史出口信息， 这些信息则

伴随地理距离而存在传播损失。 借鉴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企业可以观察到

其它企业在特定市场上的出口变动 Δｑ， 假定经济体内的所有企业都会成为有效的

观察目标， 那么在距离衰减后企业 ι 的实际有效信息强度为：

Ｓιｊｋｔ ＝ ａ－ ｉｊｋｔ ＋ ∑ ｉ≠ι， ｊ， ｋ
１ －

ｄｉι

Ｄι

æ

è
ç

ö

ø
÷ Δｑｉｊｋｔ （８）

其中， ā 表示企业既往出口经验的均值， ｄ 表示距离， Ｄ 表示企业 ι 与距离它最

远的企业之间的距离， 那么距离越近的企业， 其出口信号得到的权重越大， 出口信

号越有效。 同时， 企业所收到的出口信号也可被分解为两部分， 式 （９） 的第一部

分反映了到特定目的地 ｊ′的信号， 第二部分则包含到往其它目的地的混杂信号。

企业依据所收取的出口信号来对真实的需求参数进行判断， 式 （１０） 所蕴含

的含义为越正面的出口信号就意味着越大的需求参数预期。 因此， 企业所选择的出

口目的地取决于其所获得的出口信号。
Ｅ ｔ －１θ′ｉｊｋｔ ＝ Ｇ（Ｓｉｊｋｔ） （１０）

综上， 我们发现，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企业依据自身的出口经历所总结的信息

和邻居企业出口所携带的信息即邻居出口信号， 来完成对于出口目的地真实需求参

数的推断， 并按照真实需求参数预期值判断出口利润， 从而在可支付固定成本的范

围内选择出口目的地。 与此同时， 出口目的地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对真实需求参数的

预期承受更大的方差， 这就使得原有的预期 （点估计） 变得缺乏效力而失去真实

意义， 邻居出口信号也将在企业的出口目的地选择中失效。
（三） 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与出口目的地集聚的形成

考虑一个从 ０ 期开始的经济， ２Ｍ 家企业均为新进入且不掌握任何信息， 因此企

业无法对需求做出有效的预期， 每个企业随机地选取出口目的地进行出口， 假定这些

企业均匀地分布在经济体内的Ａ、 Ｂ 两点， 那么每个点内将存在Ｍ 家企业， 同一点内

的企业间距离可忽略不计， 而 Ａ、 Ｂ 之间的距离足够遥远以致于信号难以传递。
第 １ 期， 一部分企业在 ０ 期所面临的实际需求参数为负， 这会导致随机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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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水平较低的 ２ｍ 家企业退出， 即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所描述的 “坏运气”， 其它企

业则根据自己的出口经验减少到该目的地的出口， 即 Δｑ１＜０； 另一部分企业面临正

的需求参数， 它们会在 １ 期提升出口量， 产生正的出口信号， 即 Δｑ１＞０， 以 ｊ∗代表

所对应的 Δｑ１最大的市场。 当经济再次达到均衡时， 在均匀分布下会有 ｍ 家新企业

分别进入 Ａ 和 Ｂ， 它们不具有自己出口所产生的信息 āｉｊｋｔ， 而完全依赖其他企业的

出口信息来做出判断， 那么依据式 （６） 和式 （１０） 的规则， 对于任一合理范围内

的 σｋ
２， 新进入企业会优先选择进入 ｊ∗， 而后按照 Δｑ１的大小依次进入其它目的国

市场。 对于分别留存 Ａ、 Ｂ 区域内的 （Ｍ－ｍ） 家企业， 他们所获得的信息来源于

自己的出口经验和区域内其它企业的出口变动。 给定区域内企业间距离足够近， 如

果出口所获利润足以支付新进入出口市场所需支付的固定成本， 即效率较高的留存

企业同样会选择优先进入 ｊ∗， 而对于效率不够高的企业， 其出口利润不足以支付

新的进入成本， 它们将继续在 ０ 期的市场上进行出口。 在此情形下， 区域 Ａ 和 Ｂ
的企业将出现向各自区域的 ｊ∗集聚的出口。

第 ２ 期将重复发生第 １ 期的新企业进入和出口目的地选择， 新企业总会优先选择当

期的 ｊ∗， 留存企业或按照同样的策略进入 ｊ∗进行出口， 或保持不变， 由此形成企业出

口向同一目的地集中的趋势， 即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 于是得到本文的基准命题。
命题： 利好的邻居出口信号促进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的提高。
然而上述分析的成立均需要基于合理范围内的 σｋ

２， 即出口目的地的不确定性

应当在合理范围内， 否则任何一个足够大的 σｋ
２都将导致需求参数均值的点估计变

得没有意义 （即足够小的概率取到这个均值）， 这也就意味着， 邻居出口信号将不

再对微观企业的出口目的地选择产生有效的影响， 所以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也就不

会发生。 基于此， 得到本文的重要推论。
推论： 目的国不确定性削弱邻居出口信号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正相关关系。

四、 实证研究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 （ＥＧ ｉｃｔ） ＝ α０＋α１Ｓｉｇｎａｌｉｃｔ＋γＸ＋θｉｃ＋θｉｔ＋θｃｔ＋εｉｃｔ （１１）

下标 ｉ、 ｃ、 ｔ 分别表示省份、 目的国、 年份。 ＥＧ 表示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是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采用 ＥＧ 指标测度。 Ｓｉｇｎａｌ 表示邻居出口信号， 是本文的核心

解释变量， 如果 α１显著为正就表示邻居出口信号提高了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
Ｘ 为控制变量向量， 本文首先借鉴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控制了去往其它目

的地的干扰信号① （Ｓｉｇｎａｌ＿Ｏｔｈｅｒ）； 其次借鉴胡翠等 （２０１５）， 控制了出口企业数

量所带来的出口溢出效应②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③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１ 所示。 θ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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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采用同一地区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企业出口增长率平均值的对数作为邻里干扰信号的代理指标。
采用同省出口到同一目的国的企业数对数衡量。
这三个解释变量都是企业能够从邻居企业获得的信号， 但其所代表的含义存在差异， 干扰信号衡量了

整体贸易环境的作用， 而出口溢出效应则是企业根据相似行为企业数量所做出的 “从众” 决策。



示固定效应， 本文控制了所有二维层面的变动， 即 “省份－目的国” （ ｉｃ）、 “省份

—年份” （ ｉｔ） 和 “目的国—年份” （ｃｔ） 联合固定效应。①

表 １　 统计性描述

变量标识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ｎ（ＥＧｉｃｔ） ２７ ６００ －２􀆰 ５４５５ １􀆰 ７３７６ －１３􀆰 １０９７ ３􀆰 ３２２６

Ｓｉｇｎａｌｉｃｔ ２７ ６００ ０􀆰 ０４５１ ０􀆰 ４８８５ －３􀆰 ３９２８ ３􀆰 ０９８１

Ｓｉｇｎａｌ＿ Ｏｔｈｅｒｉｃｔ ２７ ６００ ０􀆰 ０７１６ ０􀆰 １６０９ －０􀆰 ６３９４ ０􀆰 ７８９４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ｉｃｔ ２７ ６００ ４􀆰 ６４５７ １􀆰 ８５８５ ０􀆰 ６９３１ １０􀆰 ２５０９

（二） 基准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２ 的列 （１） 所示， 可以看到， 核心解释变量 Ｓｉｇｎａｌ 的系数

显著为正， 表明利好的邻居出口信号显著促进了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的提高。
同时， 干扰信号 Ｓｉｇｎａｌ＿Ｏｔｈｅｒ 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认为

由于存在要素市场的竞争， 因此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平均出口增长率倾向于降低企业

出口到特定国家的概率。 而出口溢出效应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的系数显著为负， 与胡翠等

（２０１５） 存在矛盾， 但与叶宁华等 （２０１４） ［１４］保持一致， 本文认为这恰恰表明， 单

纯基于企业微观个体出口概率的变动是难以准确推断宏观集聚程度的变化的。 综

上， 就可以针对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现象不降反增的现象做

出解释。 特征事实显示， 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 邻居出口信号很快就恢复到与金融危机

之前相当的水平， 而且在面对不确定性升高时， 企业选择将出口集中化， 重点向

“安全” 的出口目的地进行出口， 因此，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现象在金融危机后反

而增加了。
本文针对基准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重点考察了极端值、 邻居信号

可信度和影响范围②以及样本调整等问题。 此外， 还分别剔除每一省份的样本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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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某一产业可能在特定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 从而导致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可能具有较高的出口目

的地本土聚集。 由于这一因素不存在年份维度的变化， 所以通过省份—目的国联合固定效应 （θｉｃ） 就可以实

现控制。 同时， 这一固定效应还能控制诸如地理距离、 文化认同、 历史传承等其他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类

似地， 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θｉｔ） 可以帮助控制来自省份层面的所有影响和冲击， 例如经济发展水平、
全产业的集聚程度、 基础设施水平、 产业政策调整等等， 目的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θｃｔ） 则控制了目的国

层面的所有变化， 包括目的国各项经济指标、 目的国与中国的整体外交经济关联变化、 偏好改变等。
位于行政边界边缘的企业可能还会受到毗邻城市或省份企业出口信号的影响， 省内的企业也可能收到

来自外省企业的出口信号。 根据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 同城的信号对企业进入某个目的市场以及进入之

后的出口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同省不同城市以及外省的信号只对企业进入某个目的市场产生明显促进

作用， 对进入之后的出口增长没有明显效果。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加深可能来自于临近新企业的进入， 也

可能来自于既有企业的出口增长， 因此得到以下两个推断： 第一， 大量出口到同一目的国的企业更可能集中

于省内的某个城市， 而这个城市的信号应该是同省城市中较强的。 第二， 邻省的信号可能对本省的出口目的

地本土集聚产生影响， 但是由于 “信号强度随距离递减” 的规律， 其影响应该小于本省的信号， 甚至于没有

影响。 上述推论均得到了验证。



察基准结论是否依赖于特殊样本的存在。① 结果均保持了高度一致。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与主要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ＥＧｉｃ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基准结果 中位数 不 “缩尾”
城市信号

最大值

控制邻省

信号
平衡样本

剔除 ＥＧ
≤０􀆰 ０２

剔除 ＥＧ
≤０􀆰 ０５

剔除广东、
福建

Ｓｉｇｎａｌｉｃｔ
　 ０􀆰 ０４６９∗∗ 　 ０􀆰 ０４３８∗∗∗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２１８∗∗ 　 ０􀆰 ０４４６∗∗ 　 ０􀆰 ３２６０∗∗ 　 ０􀆰 ０４８４∗∗ 　 ０􀆰 ０４０４∗∗ 　 ０􀆰 ０４１２∗∗

（０􀆰 ０１９６）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２０３） （０􀆰 １２６５）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１８９）

Ｓｉｇｎａｌ＿Ｏｔｈｅｒ ｉｃｔ
１􀆰 ９９６８ １􀆰 ４５５０ １􀆰 ４２８６ ０􀆰 ６０９６ １􀆰 ８７９８ ７􀆰 ７４６３ ３􀆰 ４６０１∗∗ ３􀆰 ０２８４ １􀆰 ７２７４

（２􀆰 ８６４４） （２􀆰 ８３５１） （３􀆰 ０５８９） （３􀆰 ０１９４） （２􀆰 ８３２９） （９􀆰 ６８２２） （１􀆰 ６３７１） （２􀆰 ２８６９） （２􀆰 ７７４５）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ｉｃｔ
－０􀆰 ５５７０∗∗∗ －０􀆰 ５５６７∗∗∗ －０􀆰 ６４５９∗∗∗ －０􀆰 ５６１７∗∗∗ －０􀆰 ５７２７∗∗∗ －０􀆰 ８６５１∗∗∗ －０􀆰 ５２１３∗∗∗ －０􀆰 ４８６６∗∗∗ －０􀆰 ５８５５∗∗∗

（０􀆰 ０９７８） （０􀆰 ０９７８） （０􀆰 １１４４） （０􀆰 ０９９１） （０􀆰 ０９９２） （０􀆰 ２１７２） （０􀆰 ０８２７） （０􀆰 ０７７４） （０􀆰 ０９８５）

Ｓｉｇｎａｌ＿Ｎｅａｒ ｉｃｔ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２４９）

θｉｃ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θｉ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θ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２７６００ ２７６００ ２７９０５ ２７６００ ２７３０７ ２０１６ ２１９４０ １６７４０ ２３７６１
Ｒ２ ０􀆰 ６６１７ ０􀆰 ６６１７ ０􀆰 ６７４６ ０􀆰 ６６１７ ０􀆰 ６６１０ ０􀆰 ８２０９ ０􀆰 ６８９８ ０􀆰 ６９２３ ０􀆰 ６５９１

注： ①括号内为聚类到省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如无特殊
说明， 下表统同； ②下标 ｉ、 ｃ、 ｔ 分别表示省份、 目的国、 年份， 下表统同； ③θ 表示固定效应； ④列 （１）
为基准结果， 列 （２） 使用中位数而非均值来代理邻居出口信号， 列 （３） 没有对邻居出口信号进行缩尾处
理， 列 （４） 采用省内出口增长率最高的城市的出口增长率作为出口信号， 列 （５） 加入了邻省信号 （Ｓｉｇｎａｌ
＿Ｎｅａｒ） 作为控制， 构建方式为与本省相邻的省份的出口信号的均值， 以排除来自其它省份的信号干扰， 列
（６） 使用平衡面板数据， 控制进入退出问题， 列 （７） 和列 （８） 分别针对中度和高度集聚子样本， 列 （９）
剔除了广东、 福建样本以排除经济特区的影响。

（三） 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本文基准回归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出口增长与出口目

的地本土集聚二者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 二是测量误差的影响； 三是不可观测变量

的遗漏。 虽然基准回归已经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处理， 但稳健起见， 同时为

了能够对因果关系加以分析， 本文利用邻居出口信号变动的不连续性， 构造了一个

拟随机事件， 即邻居出口信号峰值 （Ｓｐｉｋｅ） 事件， 然后观察事件前后的变动。
首先， 寻找峰值事件， 对于任一给定的省份－目的国组合， 如果在 ｔ 年其邻居

出口信号大于其他年份平均值的三倍， 则将其标记为出口信号峰值年， 即：

Ｓｐｉｋｅｉｃｔ ＝ Ｉ（Ｓｉｇｎａｌｉｃｔ ＞ ３
ｎｉｃ － １∑ δ≠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ｃδ） （１２）

如表 ３ 中的统计性结果显示， 超过 ９４％的省份－国家组合发生过峰值事件， 其

中发生两次以下的占比约 ２１％， 借鉴 Ｂａｓｓｅｎ 等 （２０１９） 的处理方式， 对于多峰值

的情形， 定义最大峰值出现的时间为事件发生期 （即 ｔ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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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估计得到的 Ｓｉｇｎａｌ 系数在 ０􀆰 ０３９０ 到 ０􀆰 ０５８９ 之间， 均值为 ０􀆰 ０４６８， ｐ 值在 ０􀆰 ００２４ 到 ０􀆰 ０５５１ 之间， 均值

为 ０􀆰 ０３３２。 同样的， 还分别剔除了某个国家的样本来重复上述的步骤， 结果显示估计得到的 Ｓｉｇｎａｌ 系数在

０􀆰 ０４１８ 到 ０􀆰 ０５２３ 之间， 均值为 ０􀆰 ０４６９， ｐ 值在 ０􀆰 ０１３６ 到 ０􀆰 ０５４９ 之间， 均值为 ０􀆰 ０２６６。 限于篇幅， 具体不再

汇报， 备索。



表 ３　 省份—目的国邻居出口信号峰值事件频数汇总

峰值发生次数 频数 占比 （％）

０ １７７ ５􀆰 ９０２０

１ ４５１ １５􀆰 ０３８４

２ ６０６ ２０􀆰 ２０６７

３ ５８４ １９􀆰 ４７３２

４ ４０６ １３􀆰 ５３７９

５ ２８９ ９􀆰 ６３６６

≥６ ２０４ １６􀆰 ２０５４

合计 ２ ９９９ １００

其次， 依据数据的时序长度， 将观察窗口期选择为事件发生期 ｔ０的前后四期，
即时间序列 ｔ 的取值为 ［ －４， ４］， 分别观察窗口期内平均出口增长率变动趋势与

ＥＧ 指数平均值的变动趋势。 如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 在事件发生的 ｔ０期 （ ｔ ＝ ０）， 平均

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窗口期的其它时期， ＥＧ 指数数值也有明显上升， 这一现象进

一步肯定邻里出口增长率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图 ３　 峰值事件发生前后的平均出口增长率　 　 图 ４　 峰值事件发生前后的 ＥＧ 指数平均值

再次， 根据上文所选取的峰值事件， 构建虚拟变量 Ｅｖｅｎｔ， 峰值出现当年 （即
ｔ０） 及之后的年份后取 １， 峰值出现前取 ０， 只保留出现峰值的省份－目的国组合观

察窗口期内的样本， 将 Ｅｖｅｎｔ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的渐进性 ＤＩＤ 分析。 估计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出口信号峰值事件发生后，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程度显著

提高。
进一步， 遵循正式的事件分析法再次进行考察， 同时也对平行趋势加以检验。

具体来说， 首先对下述方程进行估计：

ｌｎ（ＥＧ ｉｃｔ） ＝ α０ ＋ ∑ ４

δ ＝ －４，δ≠－１
αδＩ（ ｔ ＝ δ） ＋ θｉｃ ＋ γＸ ＋ θｉｔ ＋ θｃｔ ＋ εｉｃｔ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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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邻居出口信号峰值事件的总体影响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ＥＧｉｃｔ） （１） （２）

Ｅｖｅｎｔｉｃｔ
０􀆰 １１９２∗∗ ０􀆰 １１３４∗∗

（０􀆰 ０４２７） （０􀆰 ０４１０）

Ｓｉｇｎａｌ＿Ｏｔｈｅｒｉｃｔ
１􀆰 ７３６５

（２􀆰 ５８１７）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ｉｃｔ
－０􀆰 ４７１２∗∗∗

（０􀆰 ０７５０）
θｉｃ Ｙｅｓ Ｙｅｓ
θｉｔ Ｙｅｓ Ｙｅｓ
θ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１５ ４９７ １５ ４９７

Ｒ２ ０􀆰 ７４９５ ０􀆰 ７４７８

其中， 参照一般处理方式， 选取事件发生前一期为参照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αδ为我们所关心的一系列参数， 它们表示相较于 （ －１） 期，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在 δ 期的情况， 同时为了排除来自金融危机的影响， 剔除了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样

本。 具体估计结果如图 ５ 所示， 与事件发生前 １ 期相比， 在事件发生前的观察期

内， 每一期的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都没有显著差异， 而在峰值事件发生之后，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均显著高于事件发生前一期， 这说明发生出口增长率峰值

“事件” 之后，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发生了显著提高。①

图 ５　 事件分析估计结果

考虑这一方法在选取非连续点的标准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 而不同的标准对于

峰值的识别就会存在差异， 特别是对于峰值事件发生次数有直接的影响。 因此，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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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于严谨的考虑， 还将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样本补充回来进行了回归， 结论保持一致， 限于篇幅， 具

体结果不再呈现， 备索。



文还变换了峰值判断标准， 具体来说， 分别以邻居出口信号大于其他年份平均值的

四倍和五倍来识别峰值事件， 结果显示， 在不同判断标准下， 上述结论依然是成

立的①。
（四） 出口目的地信息重要吗？ 来自不同贸易方式的佐证

中国出口样本中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 这为进一步的佐证提供了重要的样本基

础。 本文的基准结论成立需要两个条件： 其一， 出口企业难以把握目的国需求情况，
这使得信息溢出是有效的； 其二， 企业可以根据所获取的信息自由调整其出口策略。

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对生产的上下游环节既不具备决策权， 也不需要进行搜索

和匹配。 因此， 假如本文所探讨的信息溢出机制是重要的， 那么预期对加工贸易分

样本的检验结果不显著， 而一般贸易分样本结果则继续显著。 基于此， 本文区分一

般贸易和加工贸易重新测算了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指标， 再次进行估计， 如表 ５ 所

示， 邻居出口信号促进了一般贸易的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且这一效应相较于基准

结果更强和更显著， 但对加工贸易的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则没有真实的效应， 这一

结果佐证和强化了本文的理论逻辑。

表 ５　 区分贸易方式测算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ＥＧｉｃｔ）
（１） （２）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Ｓｉｇｎａｌｉｃｔ
０􀆰 ０７６５∗∗∗ ０􀆰 ０６６０

（０􀆰 ０２４７） （０􀆰 ０４５４）

Ｓｉｇｎａｌ＿Ｏｔｈｅｒｉｃｔ
－０􀆰 ７５６０ １５􀆰 ０６７７∗∗∗

（３􀆰 ４７１６） （４􀆰 １１２７）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ｉｃｔ
－０􀆰 ７０４８∗∗∗ －０􀆰 ６１８３∗∗∗

（０􀆰 ０９３７） （０􀆰 １８５２）
θｉｃ Ｙｅｓ Ｙｅｓ
θｉｔ Ｙｅｓ Ｙｅｓ
θ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２１ ７０６ １３ ５８２

Ｒ２ ０􀆰 ６９２６ ０􀆰 ７７０８

五、 机制检验： 出口目的地的不确定性

（一） 基础的交互分析

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 邻居出口信号对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作用来源于邻居

出口信号中包含目的国需求信息， 而不确定性水平越高的市场会带来更加不可信的

信息 （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这会削弱信号的作用。 本文基于 ＩＣＲＧ 提供的经济政

治不确定性指标， 选取样本基期即 ２０００ 年各项不确定性指标的中位数， 将目的国

分为高不确定性组 （Ｒｉｓｋ ＝ Ｈ） 和低不确定性组 （Ｒｉｓｋ ＝ Ｌ）。 具体待估方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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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具体结果不再汇报， 备索。



如下：

ｌｎ（ＥＧ ｉｃｔ） ＝ α０ ＋ ∑ γ ＝ Ｈ， Ｌ
αγＳｉｇｎａｌｉｃｔ × Ｉ（Ｒｉｓｋ ＝ γ） ＋ γＸ ＋ θｉｃ ＋ θｉｔ ＋ θｃｔ ＋ εｉｃｔ （１４）

Ｂ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９） 指出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越高， 关于它的信息也就变得越

不可信， 因此， 高目的地风险组的系数 αＨ显著弱于 αＬ。 具体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可

以看到， 无论以哪个指标分组， αＨ均是不显著的， 而 αＬ显著为正， 说明邻居出口

信号对于高不确定性的目的地是无效的， 不会带来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 这也验

证了 Ｂ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９） 的相关论断。①

表 ６　 目的国风险异质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ＥＧｉｃｔ） （１） （２） （３）

目的国不确定性分组依据 总体风险 政治风险 经济风险

Ｓｉｇｎａｌｉｃｔ×Ｄｕｍｍｙ （Ｒｉｓｋ＝Ｈ）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２９４）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２７７）

Ｓｉｇｎａｌｉｃｔ×Ｄｕｍｍｙ （Ｒｉｓｋ＝Ｌ） ０􀆰 ０９０６∗∗ ０􀆰 ０８２３∗∗ ０􀆰 ０８８５∗∗

（０􀆰 ０３３７）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３８５）

Ｓｉｇｎａｌ＿ Ｏｔｈｅｒｉｃｔ
３􀆰 ０４４４ ２􀆰 ５１６３ ３􀆰 １４６４

（２􀆰 ７８８４） （２􀆰 ８７３３） （２􀆰 ８５０７）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ｉｃｔ
－０􀆰 ６１００∗∗∗ －０􀆰 ６０９８∗∗∗ －０􀆰 ６０９２∗∗∗

（０􀆰 ０９６６） （０􀆰 ０９６９） （０􀆰 ０９６９）
θｉｃ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θｉ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θ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２３ ４８６ ２３ ４８６ ２３ ４８６

Ｒ２ ０􀆰 ６５６３ ０􀆰 ６５６２ ０􀆰 ６５６２

（二） 一个二阶段方法

除了经典的交互项方法， 本文还应用了一种更为直观的两阶段方法， 其基本思

路是首先将机制变量所在维度的异质性兑现， 提取出包含异质性信息的参数， 然后

将参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对所关心的机制变量进行回归， 探讨机制变量的影响。 第

一阶段估计如下方程：

ｌｎ（ＥＧ ｉｃｔ） ＝ α０ ＋ ∑ ｋ∈Ｋ
αｋＳｉｇｎａｌｉｃｔ × Ｉ（Ｇｒｏｕｐ ＝ ｋ） ＋ γＸ ＋ θｉｃ ＋ θｉｔ ＋ θｃｔ ＋ εｉｃｔ （１５）

其中， Ｋ 表示省份—出口目的地的集合， αｋ反映了对于每个特定的省份—目的

地组合②， 邻居出口信号对目的地本土集聚的影响。 基准模型估计了邻居出口信号

对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平均效应， 式 （１５） 允许邻居出口信号的作用随省份－目
的国组合的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 而相比于分样本回归， 它又可以保证使用全样本

的信息。 然后选择保留 ｐ 值小于 ０􀆰 １ 的参数估计结果。 图 ６ 显示邻居出口信号的影

响具有很强的异质性， 表 ７ 进一步发现有 ５０３ 组的参数在 ９０％置信水平下显著，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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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进一步将 Ｓｉｇｎａｌ 替换为峰值事件 Ｅｖｅｎｔ 进行考察， 结果一致， 限于篇幅， 具体结果备索。
为了有效估计参数， 剔除了省份—目的国维度样本量不足 １１ 的组。



中超过一半在 ９９％置信水平下显著。

图 ６　 αｋ 参数估计结果汇总

注： 图中曲线为 αｋ 估计值的连接线， 其上下两条虚线内的区域是其所对应的 ９５％置信区间。

表 ７　 αｋ显著性信息

Ｐ 值范围 个数 占比 （％）

（０􀆰 ０５， １） ８７ ７􀆰 ７９５７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１２９ １１􀆰 ５５９１

（０， ０􀆰 ０１） ２８７ ２５􀆰 ７１６８

合计 ５０３ ４５􀆰 ０７１９

第二阶段， 将第一阶段所获得的参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估计如下方程：
αｋ（ ｉｃ） ＝ γ０ ＋ γ１Ｒｉｓｋｃ ＋ θｉ ＋ εｉｃ （１６）

其中， αｋ是第一步得到的系数， ｋ∈Ｋ， θｉ为省份固定效应， 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８ 所示。 各项出口目的地风险指标与 αｋ均表现为正相关， 即出口目的地风险越大，
邻居出口信号对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影响越小， 与 Ｂ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９） 关于不确

定性和信息可信度的分析一致。①

除此之外， 本文还做了以下三类稳健性分析： （１） 在第一阶段估计中， 剔除

了省份－目的国维度样本量在 １０ 或 １２ 以下的样本 （２） 第二阶段中， 保留 ｐ 值小

于 ０． ０５ 的样本 （３） 第二阶段中保留所有样本 （３） 在第一阶段， 仅加入表示目

的国的虚拟变量 Ｉ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ｋ）， 将省份层面的异质性加总处理。 部分结果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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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在第一阶段所得参数的可信度方面进行了改进， 由于第一阶段估计得到的

参数本质为参数点估计值， 标准差为估计标准误的正态分布， 如果直接提取均值即参数估计值进行回归不能

将第一阶段的误差引入第二阶段， 从而造成第二阶段的显著性高估， 发生过度采信问题。 因此， 我们基于第

一阶段各估计值的所属分布， 针对每一组， 随机的在分布中抽取一个值， 组成可观测样本， 将上述过程重复

１０００ 次， 并相应执行 １０００ 次回归， 然后利用自助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获得第二步的系数与标准误。 这一阶段目的

地风险采用的也是 ２０００ 年的数据。



于表 ９， 完整结果备索。 结果均保持了稳健。

表 ８　 目的国风险对 αｋ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αｋ （１） （２） （３）

Ｒｉｓｋ 测度： 总体风险 政治风险 经济风险

Ｒｉｓｋｃ
０􀆰 ０２０７∗∗∗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３９７∗∗∗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６６）
θｉ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４４６ ４４６ ４４６

注： 标准误以自助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获得。

表 ９　 目的国风险对 αｋ影响的稳健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 αｋ （１） （２） （３） （４） （５）

Ｒｉｓｋ 测度：
总体风险

剔除省份—
目的国维度样本

量不足 １０

剔除省份—
目的国维度样

本量不足 １２

第二阶段保留

ｐ 值小于 ０􀆰 ０５
第二阶段保留

所有样本

第一阶段仅加入

目的国虚拟变量

Ｒｉｓｋｃ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３６）
θｉ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ｏｂｓ ５４０ ３４６ ３６４ ９６５ １２６

注： ①标准误以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获得； ②列 （５） 第一阶段仅加入目的国虚拟变量将大幅降低第二阶段的样本

量， 故这一稳健性检验第二阶段保留的是全样本。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次在长时间序列下识别和分析了中国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现象， 并尝试

基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邻居出口信号机制进行解释。 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干扰信

号和出口溢出效应后， 邻居出口信号显著提升了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 进一步利

用出口信号的不连续性特征构造了信号峰值事件， 以事件分析法联合倍差法克服了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并且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验证了二者的因果关系。 基于不同出

口方式的佐证显示， 在对于信息并不敏感的加工贸易组内并未发现邻居出口信号和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之间的显著关联， 而在一般贸易组内， 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会进

一步增强， 因此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溢出的信号机制是本文基准结论成立的关键。 进

一步讨论中， 本文引入目的国不确定性进行了补充讨论， 发现不确定性会削弱信号

的可信度， 因此在不确定性更高的目的国中， 邻居出口信号对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的效应相对较弱。
本文的结论蕴含着丰富的政策含义。 首先， 在高度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如果企

业对目的国风险无法做出有效的预期， 那么分散化出口才是降低风险的占优策略。
但通过分析邻居的出口情况， 企业可以获取目的国需求信息， 从而做出接近事实的

预期。 因此企业面对风险时， 往往不会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而是 “把鸡

蛋放在最安全的篮子里”， 此时信息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就变得尤为重要， 这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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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大力构建信息共享平台， 在信息的来源方面， 政府除了收集公共信息， 还

可以与行业龙头或地方龙头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和信息共享， 让先锋企业的 “试错”
发挥最大的正向溢出。 其次， 完全分散化不一定是企业的绝对占优策略。 企业每多

出口一个目的国， 就需要承担额外的出口固定成本。 而利用邻居的出口信号规避那

些最有可能受损的国家无疑降低了企业的出口成本， 同时将出口份额集中于最有可

能获利的目的国也提高了获利的可能。 所以， 政府通过构建官方平台， 扩大信息交

流， 用好 “邻居出口信号”， 可能是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实现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重要手段。 最后， 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现象的存在， 本质上源于

信息不对称， 企业只能通过地理上的邻近获取未逸散的信息来降低出口固定成本，
克服出口障碍。 所以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 等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及时掌握外部

环境信息， 加快 ５Ｇ 商用步伐， 加强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 促进信息的跨地域传播， 不仅有利于企业空间分布的分散化， 而且对于建

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促进国内循环的良性发展， 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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